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節目採訪了一些越南的中國研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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樂隊正式移除軟件


朱垂連：我想請問您一些關於您追求中文系的過程，以及您的經驗關於研究中國。在科學履歷表裡，可能您已填寫完整的信息。不過，我還是想再問您一個問題，您在中國學習多久時間，且您從那一年去到什麼時候？

阮輝貴副教授：我去中國學習從1956年到1962年回來。

朱垂連：您去那裡學中文是提高嗎？
阮輝貴副教授：我花了一年學中文在桂林，從1956年初到1957年中在廣西。從1957年中我到北京讀北京大學。
朱垂連：您是否讀專業歷史？
阮輝貴副教授：我讀歷史。在國中我有天才社會科學。當時我還沒有……後來我到河內準備去國外留學。去那個國家讀，什麼行業是自己根據本身的要求。以前是被選中，所有學生集中在河內，然後他們提出名單在法國、中國、德國有哪些行業，並且你喜歡什麼行業，在哪個國家就填寫下來。大部份喜歡去歐洲。我並不認為是歐洲、法國、或中國，但我要學習是讀社會科學。可是那時候沒有社會科學的課程。同那一年，俄羅斯沒有歷史課程。因此我寫願望在中國讀歷史，因為在教育部的文件裡寄過來有這個課程。但我喜歡讀社會科學。

朱垂連：到了中國，您讀歷史是中國歷史或世界歷史？
阮輝貴副教授：您研究達到現代史上，就是當時讀基本是所有的歷史：中國歷史，世界歷史。但是當時我到北京的大學讀了5年：3年前讀所有的歷史，兩年後特別分專班。從事我專門現代歷史訪問。
朱垂連：去中國之前，在家鄉您是否讀過中文？

阮輝貴副教授：我沒有讀過中文。至於中國，然後到桂林，有一所學校專門教中文，那時就是語言學校，也是專門的語言。那學校不是教育財政學校。教育財政學校是駐中國越南學校，但是現在許多工作人員是以前在那所學校畢業。教育財政學校是越南學校。而我學習在中國學校，但中國開這間學校是專門給越南高中畢業生過來，準備去中國學習，去那裡學習語言一年。那間學校專門教導越南學生，而不是其他國家學生，稱為專家語言學校在桂林市。我在那裡學了一年。
朱垂連：在桂林您學習一年後，到北京讀大學請問您聽得懂中文嗎？
阮輝貴副教授：關於中文第一年的第一學期對我來說比較困難。可是第二年就沒有問題。到了第三年我就可以紀錄下來老師的培訓。那時候很有誼。在北京大學裡面有輔導模式。第一年剛進來學，如果早上老師教，但今天你聽不懂或來不起紀錄，就當天晚上會有一位中國朋友過來協助你。
朱垂連：除了中文 (北京話)，請問您會講其他語言嗎？
阮輝貴副教授：我不會講其他語言。
朱垂連：例如廣東話，台灣話。。。。。。
阮輝貴副教授：沒有，我不會講。因為那時是學北京話。第二是當時到了北京語言只是工具而已。基本我主要學專業。我有學到一些關於古代語言。但不是專業的。因為如果我去讀考古科學或古代歷史就必須更進一步。可是我讀現代古典語言，所以學習語言比較少以及補充多一些。
朱垂連：除了中文，您對其他語言怎麼樣？

阮輝貴副教授：其他語言我也會講一些但無濟於事。讀高中的時候我有學過英語、法語。上一年級時我讀英語、法語。高中時讀不是很有效果。上大學我就在中國讀俄羅斯話。童年，1944年我上學，從基本，初級班，原則是到二年級，三年級才可以學習法語，但老師他想先教學生讓他們成為優秀所以他才先教。他的教育是使用這本法語的書
，然後完成了他的教學。當主任學區，是一位西方人來檢查，學生們就把這本法語的書藏在桌子下面。因為之前這位老師他先教的。就是這樣。然後上2年級，我學英語、法語，共兩種語言。但英語教師就是唸小說，講故事就用英語。不，老師用英語讀小說，然後講故事。學生們很喜歡但聽完就沒有得到單字。老師是這樣的。上課時老師講故事，因為在家裡沒有時間。老師用英語講故事以及翻譯過來。學生很喜歡聽，但學生沒辦法學習英語。沒有什麼基礎的。法語就有學了一點。但到1952年，兩種法語、英語全部已經刪除掉。
朱垂連：為什麼這樣？

阮輝貴副教授：當時轉到學俄語，離開使用英語、法語。然後，到中國上大學再學俄語。但我的學習也很差。因為中國人民他們必須學習很好一種外語科。而對我來說學中文就是很辛苦，現代英語並不難學但還是要學習。所以俄羅斯語我只讀到剛好考試不會重考。總之，俄語、英語、法語是少於A級。往後法語是有再學習，可以稱為C級，主要是閱讀。
朱垂連：就是可以閱讀研究的資料。
阮輝貴副教授：閱讀研究的資料比對話容易。我主要研究現代歷史。因為，經過多年的教學，側重於科，所以我稱為只這樣學。
朱垂連：那麼在1962年您大學畢業嗎？
阮輝貴副教授：我在綜合大學讀歷史科學。我教現代世界歷史，主要是在東部。我教近代世界歷史，但主要是現代的。擔任世界歷史科主任。

朱垂連：意思就是去留學回來，您被分配到學校工作嗎？
阮輝貴副教授：是。那時，我被分配工作到中國。就是還有6個月才畢業，教育部寄出一份公文，就是說同志即將畢業，所以計劃分配給同志在其中兩個機構：第一是綜合大學歷史科，第二是歷史研究所，當時屬於國家社會科學委員會。這樣自己選擇。範低教育部的意見是先讓我有心理準備。當時是國家計劃的。畢業後，不但在國外學習，而且在國內剛畢業只有幾個星期就被分配知道工作所有。而且國外被看為寶貴，最優先是歷史科，因此他們安排準備回來。在我回來之前就已經知道自己在那裡了。他們已經安排好了。但那是很好的，非常好的是讓我知道回國將任務在怎麼機構，以及做什麼工作。雖然還有 6個月才可以回國，自己去買相關資料、書本即將準備接受工作。回來時我做火車但當時沒有什麼電視、冰箱，全部只是書而已。
朱垂連：以前也是有火車從中國到越南嗎？

阮輝貴副教授：有火車，但是採取座椅、硬座，也是運輸船，換火車在牆上站。從北京出發到河內需要3天4夜，現在距離時間只有一半。
朱垂連：回來歷史科工作時，您參加教學和研究工作嗎？
阮輝貴副教授：關於歷史科，我是世界上的第一近代歷史。大約在1962年的時間，越南歷史已經有許多教授，很多很好的老師，可是世界歷史就還沒被訓練。雖然我剛畢業回來但仍然被視為主要工作人員，編寫程序，沒有人教導我。自編寫程序，並教學世界歷史，現代歷史。當時工程還沒有條件研究寫成一本書，主要寫是課程，但課程將只能印在柔內喔，不像現在有影印工廠。我的第一個工程，一是印雜誌，二是有關現代歷史課程，用柔內喔印出來而不是影印機印的。我的第一個資料出版在1980年，著作“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。在1983年，我當編輯主張 “現代世界歷史”，位於在四本書。當時，我最了解是有關中國的問題。但那時不要寫，不是不能寫，而是沒有人寫，都沒有人登記發布有關中國的書。還出版了這本書絕對不行。在課程裡我寫關於世界歷史，關於中國是寫很簡單。不能沒有。但不可以寫很詳細。那是一個歷史課程書在1945年前的世界歷史。1945年之後我不會再寫，不能寫了。因為只有一個原因？要求培訓的學校是很需要歷史科學書從 1945年至今，但我沒有寫因為我不能做大綱。因為當時課程部分的大綱分世界為三個部分：第一個是社會主義國家，第二個是帝國，第三個是民族解放運動。中國不能排隊在社會主義國家。不能讓中國加入資本主義國家。也不可能讓中國加入民族解放運動。民族解放運動意思就是鬥鬥爭爭的國家為了取民族獨立例如非洲、南亞、美洲-拉丁。一直戰爭不停，因為中國的問題不知道要排在那裡，所以不能出版一本歷史書。到目前為止也只有4本書。後來我不再工作了，離開學校也沒有人組織編寫。現在現代歷史寫很普通。現在一般的社會科學學校領域的課程是寫得很差。有很多原因。不只是國文、歷史……現在的課程在大學很差。原因主要是由於領導、機制。領導已經有錯誤就是把課程不是科學的價值。所以被評估低。例如，以前做科學歷史，如果你寫了一篇文章就可以登記註冊為課程，但寫了一本課程書就是不能看成課程的。那個是糟糕。高中課程，自然科學課程只是教科書。但領導不知道，大學課程的社會科學是一項新計劃。第一是收集所有最新的研究這個課業，第二是本身作者要看到這些創作成就。關於投資，例如在大學教師做一個議題就會有支持，可能有金錢，60、70萬或幾百萬。雖然寫一本課程書，非常好……古代就是沒有錢，以後有但只有500萬。意思就是寫一本課程書有好幾百頁，有成程度很高，積累了很多年只有幾百萬。雖然寫一個議題是很簡單的，花了一些精力就有幾百萬元。寫課程的人主要目的的不是賺錢。但無論如何投資太少就表示觀念被看輕易、貶低所以人家不要寫。因此個部門有很多教授有的教授很優秀可是都沒有人寫課程。雖然有人願意寫課程沒有錢，不需要任何東西。那就是剛畢業的老師。當時課程全部交給沒有經驗的教授來教導。像之前第一年安排給年輕的教師。那是非常錯誤的。除了社會科學大學，影響的知識和風格學生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形成在第一年，剛進入大學。合理的第一年要集中最好的老師。但現在的第一年都是年輕的教師。進入了專班才有經驗豐富的教師。這是一個非常錯誤的機制。目前情況是有很多學校的狀態素食，沒有課程或課程還沒正統。理由為什麼現在除了我國的歷史科學，現在高中學生感到厭煩讀歷史科。
朱垂連：我好奇想問一下，在中國畢業前回來，人家給您是兩種選擇：一是回學校，二是歷史研究所。為什麼您不回歷史研究所？
阮輝貴副教授：在這個時候，兒童心理學。當時也沒有具體的了解，但我認為在中國看到歷史研究所全部都是老教授，白頭髮。但在學校是活潑的青年人。所以我畢業要回來學校，視為一個環境的青年，而不想回研究所。當時在北京充滿了老教授白頭髮的。心理學是如此。當時覺得年輕的生活是很多樣式，不是坐在那裡研究。
朱垂連：到什麼時候您轉移到研究，在中國研究所？那期間您還繼續教育歷史科學嗎？
阮輝貴副教授：到1993年成立中國研究所。我回來第一當經理。當我回來時研究所剛成立。因為成立了所以我才回來的。古代是亞洲研究所 - 太平洋地區，中國有一組稱為中國研究中心。其實他也沒有什麼研究機構。然後，於1993年正式成立了中國研究所。範低，在社會科學研究所沒有人所以學校派我回來當經理，因為我學習那一代在中國有很多人，包括歷史、文學……但是與中國的衝突開始，大部分受過中國的教育就轉移到其他行業。例如：研究中國哲學轉移研究馬克思-列寧哲學，研究中國文學轉移研究俄羅斯文學、法國文學等等……在研究中國歷史就轉移研究越南歷史。很多人讀歷史最優秀例如黃羅，但以後也轉移了、並終止。因為人們認為研究是我可以寫這項工作，並得到尊重，然後我可以出國，在那裡研究。即有多少權益好處。雖然研究中國並沒有什麼權益。就是報紙、寫書也是騎兵，但如果寫也是也寫批評毛主義，批評中國。星期一是寫書但也沒有人要印的。學者們也沒有必要。當時，我研究中國比較深是我教學好幾所黨和國家的學校。例如：學校 C500，外交部學校，軍事學校，人們要求研究很深，以及我必須研究才能了解。而且如果綜合大學就沒有需要研究到那麼深，因為沒有人做出論點，沒有人研究，時間教學關於中國很少和簡單發言。總之，當時中國的研究處境不利百個故事。不僅如此，但冒險性，機會非常高。當時，中國對越南的。越南是批評毛主義，有一次需要所有學生在中國學習回來檢討自己的控制。不是控制什麼錯誤只是自己反省，控制看是否有影響到毛澤東的思想。當然我並沒有那樣做。但有這樣的主張。那期間所有人都轉到其他行業。只有我自己不移動。因為我的思想影響東方很多。我父親是古圖板，從1930年當共產黨員，但教孩子們是所有帶孔子回來教倒。高中時我很喜歡哲學學生，中國文化，文學，歷史……所以回來研究，正式這樣我才研究中國。星期一是剛好個機關他們需要我，例如時候研究有關中國，研究什麼才能了解，學習就不要研究。即在1950年，學習中國很多。研究中國有很多人員學習中國。直到沒有學習中國，把中國看待不是朋友，但總之是不學習，不研究就學習，但只有一個陣列的研究來應付。例如：安全部分，外交，軍事。當時人們還可以找到力量所以我也應該進一步進行到底。星期二是自己的想法，我的喜歡是很想要研究中國，還有是因為有更多的需求是如此，所以我應該堅持研究中國非常深。我認為，這個問題的政治衝突就像通過這樣的雲，依然站在科學工作仍然漫長。星期三，中國不僅是一個歷史問題。我教學包括歷史，文學…… 中國是一個研究對象很重要。我還是堅持不應改變工作。在社會科學院也有許多位研究中國文學，研究中國歷史，但沒有一位有耐心。因此往後找不知道人當中國文學所以社會科學院才建議我過去。後來我同因為剛好是我長期的夢想，在越南有一院機構研究中國。因為我看到研究中國幾乎是所有社會科學在越南的需求：從文化、歷史、到思想，哲學……所以現在我被一院機構研究中國邀請回來，我很喜歡。因此我在這裡做的是搜索，還是領那邊的薪水（歷史科）。到一年，從 1993年至1994年，然後搜索是不可能的。因為往後在這裡去開會議要詳情這一點，然後當經理還要當領導，決定任何事情……總之我當頭長就必須自己決定。負責搜索的人就有一些規定也不行。首長不能搜索。所以到1994年移動永久。
朱垂連：所我知道在師範大學也有一個研究中國中心，但好像出生在我們的研究中國中心之後？
阮輝貴副教授：第一是出生之後。第二是那個中心不是一個實體研究單位，而是一個組織協調，即只是一個團隊研究。因此它沒有編制、預算、總部。第二，不但師範大學，綜合大學以前也有一個研究亞洲 - 太平洋中心，但不是一個研究實體，也是不能做任何事。後來搬到國立大學也有一個研究中國中心，但不是正式的實體，最重要的是沒有人才，沒有深入研究。單獨師範大學，那中心有人才，有深入研究，但它的研究對象是充滿了古老的問題、文學、宗教、古代哲學的誕生、可是近現代沒有研究。第一不是實體。第二沒有研究現代。因此好幾年才做了一次關於服務學習研討會，儒學……唯一的。一般來說，它不是一個實體院，但後來才有研究中國中心，現在研究中國院才是一個正式的研究。
朱垂連：您的工作關於中國就常常去中國是理所當然。但是您有常去其他中國領土例如香港、澳門或台灣？因為所我知道，往後您進一步的研究台灣。
阮輝貴副教授：當我開始組織中國研究所，那時沒有人才、沒有工作人員、研究人員。幾乎沒有。辦公室的結構也有辦公室研究政治、經濟、文化……但還沒有人員，所以最初分配阿惠小姐研究台灣，山姆大叔研究現代中國，阿姮小姐研究近代中國……當時沒有人。但是必須開始創造條件讓大家可以進行研究中國。第一是創造條件為大家可以進行研究中國全面啟動。第二是符合要求的社會科學在那個時候，但工作人員並沒有滿足。因此，在最初幾年的中國研究所，而我不是歷史研究，但主要研究的問題是在越南沒有人研究過，包括台灣問題。第二是經濟問題，因為當時越南還沒有工作人員條件，和社會需要的沒有很多，文化和政治的問題較少研究。可是越南須要深入研究，當越南與中國關係才剛正常化，最容易編寫，越南最需要的是什麼，容易研究，最容易編寫的是經濟問題就當時沒辦法寫成文。很多問題例如經濟體制的改革……這個問題要立即研究。因此，當初所有編寫經濟，包括雜誌研究中國以及雜誌共產全部是我寫的，對重大問題的戰略是中國共產黨。第二是台灣問題，以前沒有研究過的。首先我寫了關於台灣是一本書“台灣經濟區的國家”，在1995年出版。這是第一本書寫關於台灣。當然台灣要研究的許多問題，但剛開始越南最關心的是經濟問題。第二是我可以寫就是經濟。可是當時，政治的問題……仍然非常敏感。第三是香港。香港也沒有一個人研究。開始我也要做一個主題為“香港的路上回中國”。
朱垂連：您研究香港和台灣。因此您到香港和台灣許多次嗎？
阮輝貴副教授：台灣是我的第一次到在1994年，參加了一個研討會名為“精神分裂症的國家”（“被分裂國家”國際研討會），國際研討會關於國家名單被分裂。越南只有我唯一被邀請。後來添加邀請一些人。因為中國也像越南、韓國、朝鮮……都是國家被分裂。現在如何統一。這是第一次我參加了研討會。 然後我再去兩次，在1995年，研究經濟，再一次在2001年，那時陳水扁當總統，總共三次，第一次在1994年，第二次在1995年，第三次在2001年。
朱垂連：那您去過香港了嗎？
阮輝貴副教授：我去香港在1997年，香港回歸中國一個月之後。我去那裡1997年、1998年、及2001年。在1997年他們邀請。在1998年訪華。此外在2001年參加國際會議。許多邀請涵但我很忙不能去。
朱垂連：您的感受有關香港的1997年至2001年期間沒有什麼不同，當香港回歸中國約四，五年了？
阮輝貴副教授：也很難比較。自1997年我深入香港社會很多，因為他們邀請過去時間相對很長。我經過很多巷弄、街道、更多的溝通。在1998年我到大學學校。在2001年我參加研討會，只有2、3天就回家了，不是在那裡很久。但是，通過溝通，就在學校，我就看到掌握滲透中國及率並沒這麼簡單例如法規，它只有唯一軍事、外交。它進入生活文化非常很多。1997年，每天我去了解情況。我過去他們才……我過去是10月初，但他們拿回香港在7月份，才有 3個月時間。我去了解周圍的情況。我問一位教授：“你看到在香港回歸中國之前相比有什麼變化？”。他肯定沒有任何變化。如果你想看到的變化，那麼你必須到以前英方的陣營，現在中國的軍隊。況且外面的生活是沒有發生任何變化。但是直到……，尤其是2001年，當我過去，我也沒有研究，交流很多，但我看到在街上、商店、商品以及服裝，或其他商品大部分生產在大陸很多，沒有生產在香港。第二，學生們都會說國語。但是我過去之前，他們不會說國語。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學生會說國語，也會說廣東話。在學校用英文教學領域。我不會講英文。所以我有一個演講在香港大學，我就不會講英文，我準備用國語演講。其中只有三分之一學生們是聽的懂。最後黃棋連教授讓我用國語演講，然後他翻譯英文給學生聽。因此，翻譯是很悲哀的微笑。大學學校在中國，而不是講英文翻譯成中文，但是說中文翻譯成英文。我跟他說或者教授翻譯成廣東話，那麼他肯定說不行。由於廣東話只是其中一部分的三分之一的人知道。並不是所有的學生都知道廣東話。也並不是所有的學生都知道北京話。此外英文每個人都知道的。這是以前。現在每個人都會說國語。第二，生活風格在大學學校我看到很多模型的中國。而貨物也是生產的商品從大陸到香港。只有在學術自由的條款、新聞，他們還是保持不變。這就是對中國郵件正文，指揮下北京將繼續改善道路面積，道一帶的更好，例如大公報，是北京的錢。還有其他報紙是拿台灣的錢，或資本主義民主的香港……保持他們的觀點，沒有人敢忘掉。
朱垂連：最近您去中國是什麼時候？
阮輝貴副教授：最近是在9、10月份我剛進入廣西。同樣在2003年和2004年我去很多次。2003年我去很多次。在2004年當時幾乎所有。自2004年以來研究黨的歷史，所以應該到北京……2005年我到廣西，雲南。主要是參與研討會。我去中國各省比較中國教授還多。當時我跟一些中國人交談。我這樣去，第一次是當學生的期間、去玩、旅遊、大部分杭州、蘇州。第二次，在這裡工做時，我去了很多。我去不像這裡的幾位，例如山姆叔叔，阿寶小姐，只去住在一個地方。我去，從來沒有在一個城市住一個月。因此，北方是大連、沉陽，南方是南寧，東方是上海、廣東，西方是貴陽，東、西、南、北是去圍繞中國。只有一次有人邀請但我不能去是去西藏。西藏因為我聽說去辛苦的，以前沒有飛機，所以我害怕，不僅不去。因為我也去了很多。有許多中國人也去中國很多次，如戴凱黎。有一次他來拜訪，我帶他去下龍灣玩。我問：“您去了幾次下龍灣？”。他說：“已經去了4次”。對我來說是第一次，越南人去下龍灣第一次與一位旅遊客去下龍灣第四次。因為每次來到河內他也去下龍灣旅遊。而我從以前到現在只有幾次去過廣寧，只是一直在唯一的，有工作。沒有時間去玩。從來沒有坐船去。第一次因為要招待客人必須去。在中國，除了其他人當政治，其他人通常不會有這麼多時間去。而我，第一是國內旅遊在整個交換。那海島是香港、台灣、澳門。有那位中國人可以去台灣很多次。那時候很難去台灣。在大陸，那時當黨員是不能去台灣。很難。以後才開放。當時被禁止。但在中國只有北京人。很多位在各省很難去台灣。像我們，以前可以去西貢，戰爭時，非常困難。但是我對台灣許多令人印象深刻。我看到台灣是一個真正的民主社會。
朱垂連：台灣被美國的影響，現在也受到日本的影響是嗎？
阮輝貴副教授：說是被美國的影響但香港影響比較多。意思就是台灣人可以說我是中國人，我不是中共。我住在台灣，但是中國人，而你是大陸人。那還有人在香港，特別是知識分子，富有的人，他們有一個臃腫。他們很少認為自己是中國人。一開口是中國人這樣說，中國人那樣說。本身雖然是中國人但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，因為他們用英語相互交談。第二是因為他們認為我們是西方文化。但在台灣人們不會說中國人是這樣、那樣，但他們會說大陸人這樣、那樣。意思就是說台灣很有民族的精神，雖然他們不喜歡共產黨。而那位香港人他較少有民族心理。所以可以說，談談文化，香港是相當比較多的西方化，幾乎所有的。而台灣還仍然是東方文化，雖然還是資本。就像日本，日本是一個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。還有韓國，正是宋代儒學，它還保存很多在韓國比在北方、北朝鮮。因此，台灣還可以保留了……,雖然被西方的影響，特別是政治方面，但文化方面並還保留了東方文化。不一樣的政治思想。但還仍然有意識的國家。
朱垂連：您在中國學習很長的時間，及常常去中國。所以您你有很多中國朋友？
阮輝貴副教授：第一是讀書時就有很多同學朋友。第二是工作時，朋友在其他研究所，不管去那裡也是有很多朋友，但主要只是朋友在社會科學研究所。特別是在一些科學研究院，很多位年紀大的領導大部分是在北京畢業。因為在北京畢業是很多國立大學所以很珍貴，幾乎是院長，副院長在學校裡。因此我回到各省，朋友也很多。
朱垂連：您可以告訴一些經驗當您在中國工作和學習？
阮輝貴副教授：在學習呢？在大學或以後？研究經驗或與他們的關係？
朱垂連：就是在學習的期間？
阮輝貴副教授：當我學習時是還沒改革，所以可以說是全班年輕人的思想在那期間、民族思想、民族團結意識、心理迷信很強，所以外國人不明白為什麼毛澤東他舉行了兩千萬紅衛兵，作為關鍵的抵抗阻止。信徒思想非常強烈的。這就是人們叫它是崇拜思想。那個思想可能在越南比較少見到。因為在越南大家敬愛的胡志明主席，但是從心理敬愛。大家看到他這樣，就大家對他很珍貴，沒有什麼方面崇拜模型作為一個國家。因此有很多故事。例如毛主席當時他脫衣跳入河洗澡，即時年輕人也在河中洗澡，而且還喝河水有毛主席洗澡。第二是他們的心理是大國家的心理，也就是說他們看到中國是一個民族是非常偉大，一個充滿活力的文明。在現代期間他們被迫切，插入壓力太多，所以現在不管什麼價格他們必須克服的困難。我去探望在北京有一個地方叫做園明園，就是園明園。那是一個非常美麗的地方，可以說是一顆珍珠建築古老的東方風格。後來被陸軍隊逮捕了所有相關工作，因此是一百年仍然還是一隊廢墟，風格成為一個讓中國人培育的中甚至仇恨。以及那天我去看就有一些學生一、二年級，那些學生一、二年級才有七、八歲而已。叔叔問：“這個美麗的家為什麼現在是打破了棕褐色？”所有的孩子說：“他們欺負我們”，即“他們羞辱我們。”但是只有6歲。所謂教育稱為教育意義。小孩子才一年級，給全班去參觀園明園，看到帝國主義它毀滅……約1898年，接近1902年。最近重建築……同時，關於中國部分，人與人之間是非常友好，民族意識高。思想最強大的。
朱垂連：這是您的感情在期間您去學校，關於您的中國朋友。有關您的經驗當您工作與中國學者時，例如我們談話基本上是中國的合作夥伴是怎樣？
阮輝貴副教授：在認知方面，須要說是社會科學方面的改革前，缺乏科學的經驗，缺乏客人的經驗。就是研究的中國被政治色彩幾乎是封閉覆蓋。例如說一個字而沒有很好是人家常講是科學，特別是歷史學家就像是一位“婦女”，為政治服務。今天他評價孔子這樣，明天他要評價孔子那樣，這取決於政治目的，它並沒有一個模具。但改革之後，且到現在為止，可以說是客觀的科學，和自由思想中國人的客觀，科學精神和……民主共和，以我評估中國比越南高。通過創新，重建的中國不僅是……，我認為中國的成就很大，不僅在物質，但更重要的是，它創建一個全新的一代中國人。因此有一次我發表這樣，我說是過幾十年回來中國，除了中國的成就，以前在北京所有客艙的寺廟，即現在有這樣的宏偉工程。但是更偉大，更耐用就是培訓一些新的人類，擺脫以前風格邪教迷信。如果現在，有那位站起來在發揮國旗文化革命，擊敗了佛像、寺廟 ……這樣年輕的中國不會跟進。那個是重要的。當然他們仍然有民族精神但民族精神在一定更現代的水平，它與長期的創新，跟之前不一樣的。第二是培訓出來一些學術知識，有意識獨立，有客觀的風格。他們優秀的人仍然是為國家服務，服務工業革命，但沒有風格缺乏客觀的研究。現在在教育方面也比我們更好。立即在黨內，目前在中國也有雜誌的黨員有不同的意見黨。例如有些雜誌名字叫做嚴黃春秋。嚴黃就孫子們知道嚴黃是什麼。
春秋即是指詞一些好的作品。許多高級中國的官員不同意黨的方式，人們發言上去。非常公開，還出版。例如一些書籍，最近北京寫了一本書批評關鍵的政治改革為時太晚，並建議加快。就那些要有目標。例如現在的經濟改革，經濟發展的百分之幾，到2010年，到2020年是它當時已經有了目標。但在政治上來說，例如沒有訂出了什麼目標，只記錄一般的項目。建議從現在到2020年，基礎齊心協力合法的國家，所有這些問題包括民主……只是一種形式。中國允許出版這樣，去年出版比較少且買也困難。但人家並沒有禁止，只要他沒有這樣的行動，只要他倡導的社會主義道路，只要他不違背國家應言論自由。應該說是客觀比我們多。同樣地是一位研究的中國，我也講很多像這樣的故事，但表示這樣的目標並不是說良好的中國，目的並是說越南還不行。應該說是我國以前比較開放。而中國將他有權向上級，他下方香皂、肥皂。但現在他們超過我們。轉變思想等等。這是動機思想解放。從思想解放的地方去創新理論和政策。我們現在有一件事，例如是在黨內說就必須說出來，照著黨寫，根據什麼決議政策。當然，這是很大的，但實際上如果現在這份黨的決議說是輕工業，但我們說不行，應該說重工業就立即關鍵，對不對？但是如果是這樣的情況下，推理黨將硬化，至少在5年內。

例如，中國就之前中國革命作出了非常重要的理由。現在，我們知道，但往往由於經濟問題，他的市場。在舊的馬克思列寧主義，而且還確認，所有國家都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特點是穩定就業。他沒有提及經濟物品，市場經濟就是這樣賺錢。中國也是如此。但國會十四，1992年，中國決定到市場經濟。但不是自然的，該決議這一點。
